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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衍圣公为虚君：康有为在辛亥鼎革之际的一
项政体设计

Duke Yansheng Accounted as a Nominal Monarch: An Aspect of 
Kang Youwei’s Thoughts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王庆帅  Wang Qingshuai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

辛亥武昌起义后，张绍曾等人发动“滦州兵谏”，清廷被迫颁布“十九信条”。远在日本的康有为判

断清朝已经成为“虚君共和国”，因此提出“虚君共和”主张。但“排满”主义深入人心，康有为

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倡议以衍圣公为“虚君”。对此，中外南北各派势力反应不一。袁世凯及北洋

派坚决反对以“衍圣公”为虚君，曲解“虚君共和”以为己用；无论“虚君共和”，还是以衍圣公为“虚

君”，革命派都坚决反对；南方立宪派张謇等人私下对以衍圣公为“虚君”提议略有兴趣，但毫无

言论与行动上的支持；北方立宪派许鼎霖等人赞同“虚君共和”，但对改衍圣公为“虚君”并不赞同。

至于列强，则视以衍圣公为“虚君”为解决中国时局的方案之一，并无偏向。康有为此项政体设计，

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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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Wuchang uprising, the Qing royal court issued the “19 Creeds of the 
Constitution”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Luanzhou military officials’ petition” led by Zhang 
Shaozeng. In view of the declining imperial power, Kang Youwei who was then in Japan appealed to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to establish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 China. As people’s motion of Anti-
Manchuism elevated, Kang Youwei had to concede that instead of the Qing emperor, Duke Yansheng 
could be accounted as a nominal monarch. Regarding this, the various Chinese and foreign forces 
reacted differently. Yuan Shikai and the Beiyang warlords, along with other revolutionary forces, 
resolutely opposed the idea of entitling Duke Yansheng as nominal monarch and establishing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The Southern Constitutionalists like Zhang Wei privately expressed a 
slight interest in this proposal, yet with no actual support. The Northern Constitutionalists like Xu 
Dinglin approved the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but could not accept Duke Yansheng as the nominal 
monarch. Foreign forces didn’t take sides on this matter. Finally, Kang Youwei’s political motion 
ended in failure. 

Key Words: Kang Youwei;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Duke Yansheng; 19 Creeds of the Consi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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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实五千年以来之大变”[1]。面对此大变、剧变，康有为“喋喋建

言”，写下《救亡论》《共和政体论》《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等篇章，不下十数万字，其

主旨只有一个—“虚君共和”。所谓“虚君共和”，即效法英国，保留虚君，为拥戴君主之

共和政体 [2]。目前学界多视“虚君共和”为康有为思想脉络中的一环，讨论其来龙去脉及后

世影响，但对康有为提出以衍圣公为“虚君”与时势的关联，还未深入辨析 [3]。既是建言，

自然与时势密切相关。若不从时势出发，就无法真切理解康有为建言背后的“真意”所在，

更难明了其“建言”在不同政治势力间或明或暗的反响。

在康有为看来，清朝统治土崩瓦解，“自古以来，未有摧枯拉朽若斯之神速也”[4]。正因

为革命进程太过迅速，共和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康有为所主张的“虚君共和”，更

多指向保存“虚君”，而非是否“共和”。以何人为“虚君”？康有为实际上提出了两种方案：

上策自然是清帝，但在举世滔滔皆言“排满”的语境下，清帝即使变成“虚君”也难以被革

命党人接受。因此，康有为又提出下策，即以孔子后裔衍圣公为“虚君”。因衍圣公为汉人，

康有为此种看似退而求其次的提议，才有一丝可能被各派势力所接受。康有为所提出的以衍

圣公为“虚君”，虽然在革命进程中产生了一丝微澜，但很快随着清帝逊位而逝。因此，梳理

康有为有关以衍圣公为“虚君”的论述，考察此项政体设计在各派政治势力中的反响，既可

管窥辛亥鼎革之际康有为思想之动向，又可从侧面观察各派政治势力对革命之因应。

一 “十九信条”与“虚君共和国”

辛亥武昌起事后，远在日本的康有为因对起义内情隔膜，最初判断革命爆发与孙中山等

革命派无关，而是与“军将”黎元洪、“士夫”汤化龙等人的倡导参与有关，因而武昌革命有

可能只是政治革命，并非推翻满人统治的种族革命 [5]。尤其是在“滦州兵谏”之后，清廷被

迫颁布“罪己诏”，解除党禁，并通过由资政院制订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后简称“十九

信条”）[6]。在康有为看来，清廷上述的一系列举措，已使清朝变成了类似英国的“虚君共和

国”。换言之，康有为对时势做出了一个基本判断—政治革命已经完成，种族革命可以避

免。此判断异常重要，这是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的现实依据和逻辑起点。因此，有必要

着重分析康有为对“十九信条”的认识。

1911年 10月30日（辛亥重九日），康有为听闻党禁已开，感叹“惜哉迟岁月，念乱泪潸

潸”[7]。党禁虽开但姗姗来迟，而革命已在国内如火如荼。康有为虽老泪纵横，却又十分乐

观，于11月1日私下断言：“革必不成，汉口已破，武昌不能守也。常人无识，见少变而动。

今兹之变，徒藉为完全宪法耳。（果如所料。—原注）”[8] 在康有为看来，革命尤其是“滦州

兵谏”已经成为逼迫清廷接受完全宪法的工具。清廷分别于10月30日、11月2日两次谕令

资政院起草宪法条文 [9]。康有为不无得意，“果如所料”，颇有智珠在握之感。资政院也一改

拖拉常态，于11月3日缮单呈览“十九信条”，清廷立即照准，并宣称“择期宣誓太庙，将重

要信条立即颁布刊刻誊黄，宣示天下。将来该院草拟宪法，即以此为标准。”[10] 康有为立即

敏锐地判断，“十九信条”已使清帝变为“虚君”，“同于让皇，满洲已亡，比于三恪”[11]。康

有为无论治学还是应事，“太有成见”，不会轻易改变 [12]。康有为的此种判断亦然，之后他多

次解释何以“十九信条”使得清朝变为“虚君共和国”。在《致党内公启》中，康有为从四个

方面概括地解释，“十九信条”颁布后清朝君权“实同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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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理大臣由国会举，各部大臣由总理大臣组织，上议院员由国民公选，则君

主无分毫用人之权，名虽为君，实则非君。一、国会限制君主兵权，则君主无分毫兵

权，名虽为君，实则非君。一、改正宪法及法律之权，君主不得提议；解散国会，亦

由总理大臣，不由君主。则君主无分毫立法之权，名虽为君，实则非君。一、国会议

案，君主不能否决，只有奉命，虽束缚屈辱，不能不从，只如昔时臣下之奉君主诏令，

名虽为君，实则非君。[13]

既然清帝毫无用人权、毫无兵权、毫无立法之权，只能奉命而不能否决国会议案，如

此君主，“名虽为君，实则非君”。清帝虽存，亦不过虚位虚名而已。国权既然掌握在国会手

中，此即谓之共和。后人多将共和与君主绝对对立，但在康有为这里，只要国会掌握国权，

君主即使存在，也无法改变共和实质。基于此种认识，康有为在《共和政体论》中，把古今

中外的共和政体归类为十二种之多 [14]。其中有美、法这样的总统共和国，瑞士、葡萄牙这

样的议长共和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虚属共和国，也有英国、比利时这样的君主共

和国。既然清帝已然为“虚君”，中国自然属于英式的“虚君共和国”[15]。

日本法学博士市村光惠、美浓部达吉两人对“十九信条”的逐条解释，对理解康有为的

“虚君共和”思想不无帮助 [16]。市村光惠指出，“十九信条”第三条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

规定者为限”[17]，将清朝君主之地位根本变更。因为“十九信条”规定，清帝无法独立行使

任何权力，“君主仅由宪法颁予之权限，始得行使”，如此一来所谓清帝总揽统治权将成为一

句空话，“清国虽名为君主国，而君主非统治权总揽者，其实直当谓之民主国也”。美浓部达

吉则认为“十九信条”的拟定十分仓猝，在学术上之价值并不重要，“其大体殆依据英吉利之

不文宪法而成。且较该国习惯法又加一层牵制君主制权能者。外观虽似君主的，其实即谓纯

全为民主的宪法，亦非过言”。若是推而论之，甚至清帝之改废，也都属于国会之权限。因

此，“十九信条”无非以扩张国会之权能为目标，与其谓君主的，毋宁说是民主的宪法。若

是把康有为与市村光惠、美浓部达吉关于“十九信条”的解释进行比较，其实质都认为清帝

已经成为“虚君”。故而康有为对日本人所提的“共和帝国”十分赞同，或许是避免歧异，故

改称为“虚君共和国”[18]。

或是受到市村光惠、美浓部达吉的影响，康有为于1912 年1月在《汉族宜忧外分勿内

争论》中又逐条解释了“十九信条”，从清帝的行政权、用人权、财权、兵权、外交权更加

具体细致地证明信条对皇权的严格限制，“国政与皇帝不相关，是名皇帝，实非皇帝”，可谓

禅让革命 [19]。在此情形之下，保留虚君成为共和的“木偶”又何尝不可，况且如此一来，又

有诸多好处：“有虚君，则不陷于无政府之祸，一善也。无美洲争总统之乱，二善也。无法

国总统、宰相争权，致百政不举之失，三善也。居摄无道，国会可去之；居摄有道，可久留，

四善也。”[20] 然而，革命党人在清末持续的“排满”宣传与起义，已经使得“排满”大义深

入人心 [21]，即使“十九信条”极力限制清帝权力，革命党人也无法容忍保存清帝为“虚君”。

康有为不得不另辟蹊径，提出以孔子后裔衍圣公为“虚君”，以实现他的“虚君共和”主张。

二  别置木偶：以衍圣公为“虚君”

康有为以追求宪政为目的，以变法为宗旨，最终的目的则是救中国、保全中国。在他看

来，“窃为今中国大势计，莫善于行虚君共和策，因旧朝而共和之，以安全中国，上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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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奉衍圣公以收中国，中策也；不得已而行议长共和，下策；若行总统共和以召乱，是谓无

策。”[22] 若是以清帝为“虚君”，五族共和，保全东三省、蒙古、西藏、新疆数万里之领土，

其效实大。退而求其次，尊奉衍圣公为“虚君”，也能借以安定人心。康有为强烈反对中国

行总统共和制，认为若是如此，中国必将重走中南美洲各国之覆辙，因争总统而导致内乱。

但革命党人追求的恰恰与康有为相反，他们向往的是法、美式民主共和制。因此之故，康有

为不得不有所妥协，而妥协的方案即是拥戴衍圣公为“虚君”。

何以康有为会提出以衍圣公为“虚君”，而非他人呢？“虚君共和”因实权在国会，国为

公有，“虚君”如同木偶神，以无用为用，借以镇定人心，弭无政府、争总统之祸。“虚君”

自有其标准所在：

盖虚君之用，以门第，不以人才；以迎立，不以选举；以贵贵，不尊贤。夫两雄必

不并立，才与才遇，则必争。故立虚君者，不欲其有才者也，不欲其有党也。然后冢宰

总百官以行政，乃得专行其志，而无掣肘之患一也。夫立宪之法，必以国会主之，以政

党争之，若无君而立总统，则两党争总统时，其上无一极尊重之人以镇国人，则陷于

无政府之祸，危恐孰甚。故虚君之为用，必以世袭，乃为久确而坚固；又必禁由于公

选，乃无大党，而不必有才，乃不与宰相争权，而后内阁乃得行政，而后国乃可强。[23]

与此标准对比，衍圣公为孔子后裔，其门第自然贵不可言；孔子有尊号曰素王、文宣

帝，素者空也，素王素帝即是空王空帝，衍圣公若为皇帝，正符“虚君”本义；衍圣公传世

二千四百余年，只有日本天皇可与之相比，同样无事权而极尊荣，并不像罗马教皇那样事权

太大，且为公举，非一姓世袭。最为重要的是，衍圣公为汉人，为中国人所信服。因此，从

门第、传承、人心、民族等等方面来看，舍衍圣公为“虚君”，再无他人 [24]。但若迎立衍圣

公为“虚君”，也有其隐忧所在。康有为担心，因衍圣公为汉人，虽“合于汉族之人心矣，惟

虑非所以合蒙、回、藏诸族之心也”。如此一来，蒙、回、藏三族很有可能继续拥戴清朝，

托庇于俄国之下。中国恐怕会失去三千四百万万里之地，且增北顾之忧。除此之外，梁启超

还从其他两方面提出疑义：“其一，若非现皇室禅让，则友邦不易承认。而禅让之事，恐不

易期。南北相持既久，是否能保国中秩序？秩序既破，干涉是否能免？其二，孔子为一教主，

今拥戴其嗣为一国元首，是否能免政教混合之嫌？是否能不启他教教徒之疑忌？”[25] 第二项

疑义为拥戴衍圣公为“虚君”所独有；至于第一项，无论是改民主，还是拥戴“虚君”，都会

面临此问题。因此，康有为提议以衍圣公为“虚君”，貌似有理有据，其实也潜藏着许多疑

义。其实，康有为“书生论政”，不仅在学理上有疑义，更是严重忽视了时势。

中国究竟应该采用何种政体？自从革命爆发，一直争论不断。其说大概有三：第一为君

主立宪政体说。其理由在于，“以共和制度断不可行。又为蒙古、新疆等处素不属中国之国

家，实属中国之君主，故若废君主，则该地方自然分离，不复为中国之属地。”君主立宪说

又分为两派：（甲）保维清朝之说。认为依然保持维护清廷最为稳妥。（乙）奉戴汉人说。谓

若不得已，则奏请清帝退位，以汉人代之。然以何人为适当，或指袁世凯，或指先圣后裔衍

圣公。第二为共和政体说，亦有两派：（甲）统一说，即统一中国全土以施行共和制度。（乙）

联邦说，即各省组织联邦而仿行北美合众国之政体。第三为南北并立说，即革命党在南方

组织民主国，而北方仍为君主国，至于南北之界域则诸说不一 [26]。诸说并存，显然康有为

以衍圣公为“虚君”说，在学理上也只是其中之一。况且即使拥立汉人为帝，还有袁世凯可

选。当袁世凯南下督师时，张一麐就以天下大乱，民无所归，驰电劝进袁世凯，只因形格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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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袁氏未曾采纳而作罢 [27]。既然中国采取哪种政体，在学理上众说纷纭，为何只得听从

康有为之论呢？

辛亥革命进程的一大特点，在于时势的迅速变化。南北各派政治势力之盈虚消长，无

时不在变动之中。远在日本的康有为根本无法也不可能及时迅速地了解中国情势，若以不变

应万变，颇有削足适履之嫌。尤其在11月28日北洋军攻占汉阳，12月1日革命军占领南京

之后，南北对峙局面正式形成，正式进入议和阶段。据罗瘿公观察，“南北分两大派，北方

均盼和议成立，君位存在；南方均思破坏和议，锄去满清。”[28] 双方斗争的焦点为君主与共

和之争，并非满汉种界之问题。解决此问题，宜先确定中国当采用何种政体，“如用共和政

体，则君位万无存在之理由。无论满人、汉人皆不能有帝王之希望，无待言矣。”[29] 即使因

事实之关系，不得不留此君位，也无去掉满人、另立汉人之办法。“况今之反对满洲君位者，

盖以留此君位不能达民主共和之目的，并非以其为满人而必推倒也。今丢一满洲君位，而复

易一汉人，仍与民主共和之原理不合。”[30] 在时人看来，君主与民主如针尖对麦芒，绝无可

调和之余地。即使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说言之有理，但也无法在事实层面说服坚决主张

民主共和的革命党人。

康有为建议以衍圣公为“虚君”，虽然在学理和事实层面有缺陷，但各方势力尤其是实

力派的态度如何，才关系到此提议能否实现。恰恰在这方面，以衍圣公为“虚君”说能够得

到的支持，力量太过薄弱。

三  各方势力态度透视

中外南北各派政治势力对康有为以衍圣公为“虚君”的提议反应不一。其中，袁世凯及

北洋派曲解“虚君共和”以为己用，而对以衍圣公为“虚君”则坚决反对。南方立宪派张謇

等人私下对以衍圣公为“虚君”提议略有兴趣，但毫无言论与行动上的支持；至于北方立宪

派许鼎霖等人赞同“虚君共和”，但对改衍圣公为“虚君”似表示反对。革命派坚决反对“虚

君共和”，何况拥戴衍圣公为“虚君”，无须赘言。至于列强，则视以衍圣公为“虚君”为解

决中国时局的方案之一，并无偏向。

康有为于1911年 11月初提出“虚君共和”主张后，与梁启超谋划，派人回国与各方面

进行联络运动，尤其重视联络袁世凯及北洋派。12月初，南北议和正式开始。康梁试图介

入议和，向袁世凯心腹梁士诒游说：“君主不过装饰品，何必流无数血以争此虚名。我既承

认共和，彼许留虚君，则和成矣。”对此，梁士诒颇表赞同，将“君位共和名义”致电北方

议和代表唐绍仪，请其与革命党人密商。结果，革命党领袖黄兴坚决反对，谓“正式会议

时，各人必致大冲突，当大决裂云”[31]。当12月20日在南北议和举行第二次会议时，唐绍

仪表态赞成共和，但提议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定君主、民主问题 [32]。此时除了直隶、河南、

山东、东三省等少数省份尚未独立外，其他各省都已独立。若是召开国民会议，中国几乎

必然采用民主政体。这无疑使“虚君共和”主张无形打消。因此，作为北方议和代表的严

复、许鼎霖、刘若曾等人很快从上海返回北京，他们在启事中称：“某等此来，专为讨论救

国，欲除专制病根，端赖共和政体。此固南北意见所同，所难遽合者，仅在虚君共和与民

主共和而已。现议召集国会解决，是已无待某等讨论。”[33] 严复等人赞同“虚君共和”，既然

召开国民会议，已议无可议，只能打道回府。之后议和虽继续进行，屡有波折，但到了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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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初，“虚君共和”字样，在北京已归消灭 [34]。袁世凯及北洋派则故意曲解“虚君共和”，

化为己用。就在清帝逊位前夕，据罗瘿公观察：

“虚君共和”名称，长者（指康有为—引者注）创之，成为一种议论，袁辞爵

折，竟以此名词入告，已奇矣。近日报中常发现“虚君共和”字样，谓将来发表为虚

君共和。其字面则同，其内容绝非，盖宣布共和后，仍留此虚君号以存旧君名义耳，

非虚君共和政体也。不意长者费多少心血，供他人涂饰耳目之用，至可叹也。[35]

“袁辞爵折”指的是1月27日袁世凯所上《恳恩收回封爵成命折》，提及“虚君共和”之

句：“此次各省事变，始而军队兴戎，继而官民响应，未及一月，而沦陷者十有三省，甚至畿

疆东夏，亦多离涣，朝廷俯顺民情，允准资政院所奏，颁布宪法信条，君权剥削殆尽，无复

留转圜之余地。近人谓虚君共和者，即同此意。”[36] 至于报纸报道则比比皆是，如《顺天时

报》有隆裕太后“近拟宣布虚君共和国体”之说 [37]，《大公报》直接有《蒙藩将承认虚君共

和》之报道 [38]。袁世凯以“虚君共和”名词入奏，十分奇异。袁氏理解虽无偏差，但其作为

却与“虚君共和”名同实异。盖因当时袁世凯正逼迫清帝逊位，仅保留皇帝名义，而非英国

式的“虚君”，与《大公报》等报的理解并无二致。所谓“虚君共和”，反而成了涂饰耳目之

用，不得不说是对康有为的一种讽刺。

袁世凯及北洋派虽然对“虚君共和”表示了一定兴趣，但对以衍圣公为“虚君”提议却

直接拒绝。1911年 12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问袁世凯对拥立衍圣公为“虚君”

的意见时，袁氏断然加以否定，略谓：“此种荒唐论调实不值一笑；单纯可以拥为君主之族

系人物，不但无从寻觅，容或有之，而废黜现今皇帝另立新主，其结果只是在实质上成为共

和政体，且会惹起更多纠纷，无论如何，不能考虑。”[39] 除此之外，作为袁世凯机关报的《光

华日报》也对以衍圣公为虚君说加以批判，认为此说“非驴非马”，若不从实际利害着想，

无有是处 [40]。若谓以衍圣公为“虚君”说一开始就胎死腹中，也不为过。

相对于袁世凯的断然拒绝，已经赞同共和的张謇早在11月30日就对以衍圣公为“虚

君”说表示肯定，认为“极有思致”。若是能拥立衍圣公为皇帝，张謇认为其善有八：“一免

延长战祸；一去满可达党人之目的；一依滦州军士之十九条，君权已有限；一真世界在英、

日君主之前；一可表明党人心迹；一满人心理或较平；一外人亦必愿意；一都城可即建于兖

州，亦颇适中。”[41] 张謇从美国人詹美生处得知有此提议，似不知此说已由康有为首倡，反

而说“无人发端”。处在舆论中心点的张謇只能在私下与密友讨论一下，在公共场合，即使是

“虚君共和”，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立宪派也不会赞同。《时报》就批判严复、许鼎霖、刘若

曾等启事中有“虚君共和”四字，义正言辞说道：“夫不曰君主共和，而曰虚君共和。在若

辈已□大费斟酌，而出此者。然而君既虚矣，则又奚用此君者。此民国所以绝对不赞成也。

呜呼！将以是为法律名词馆乎？奚烦汝曹定此强凑之新名词耶！”[42] 其实，许鼎霖所说的“虚

君共和”，在他致江苏都督程德全等人书中就有明确解释：“窃谓信条十九条虽存君主立宪之

虚名，已握民主共和之实权，总理由国会公举，已与民主选举总统无异。朝廷有颁布而无否

认，更与共和取决议院无异。是中国之君主立宪，视各国之民主共和，相去仅一间耳。”[43]

显然，此说与康有为之解释颇为一致。但许鼎霖似乎并不赞同以衍圣公为“虚君”，据税务

司穆厚敦说，许鼎霖认为“清帝将成为名义上的统治者，最好予以保留”[44]。1912 年 1月12

日，许鼎霖等人还在资政院开谈话会，决议致函内阁，要求主战 [45]。也从侧面反映许鼎霖所

谓“虚君”当指清帝，而非衍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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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列强态度，英国较为主动。1911年 12月9日，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与江苏外交

司长马相伯谈话，马氏对南北议和十分悲观，认为“对于双方达成一项使满清政府感到满意

的解决办法一事，不抱任何希望；因为即使决定政府的形式采取君主立宪，革命派在任何

情况下都不会同意延续目前的王朝。如果他们必须要有一个皇帝，他们的选择很可能是孔子

的后代衍圣公孔令贻。”[46] 这本是马相伯的个人观察与判断，但朱尔典直接“添油加醋”，说

成革命党人赞成拥戴衍圣公为皇帝，并透露给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当前官、革双方

在保存满洲朝廷基础上达成协议，迨已全无可能，做为此时之解决方案，册立当代孔子后

裔，拥为皇帝，未悉是否可行？望即与日本国公使进行密商”[47]，试图利用日本人试探袁世

凯之态度，结果袁氏断然否定。1912 年 1月4日，朱尔典私下评价了以衍圣公为皇帝的提

议，他说：“使衍圣公登极的建议不会获得很多人的支持；认为他的姓名对恢复和维持国家

统一没有很大影响的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我个人与孔公（指孔令贻—引者注）相识，他

有五十多岁，是保守阶级的代表。他一辈子生活在山东，不受外国的影响，几乎不适宜作经

过改革的和进步的中国的皇帝。”[48] 此后，列强似不再关注。

四  余论

在共和告成数月之后，康有为就断言中国：“号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号为自由，而实

自死自亡；号为爱国，而实卖国灭国。”[49]1917年，在张勋复辟失败不久，康有为编了一本书，

名为《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50]，痛陈国人没有听他之建言，以致国将不国。康有为说：

当辛亥之变，吾草《共和政体论》及《救亡论》，大声疾呼，以告国人，假使张绍

曾所草十九条即定为政体，虽国会之权太重，而政本既定，亦可渐图治安，而国人如

饮狂泉，不听我言，袁世凯因而篡位，遂积乱危国至今。[51]

民国的一切乱象，在康有为看来，根本原因在于采取民主共和，而非“虚君共和”。也

在1917年，康有为发表数万言的《共和平议》，备言民主共和之害 [52]。又有《与徐世昌书》

（原题为《与徐太傅书》），详言“虚君共和”之益 [53]。陈独秀目光如炬，认为“前者属于破

坏，后者属于建设；不读后者，不明其主论之全旨”[54]。康有为旨在通过“虚君共和”以建

设民国，但问题随之而来，以何人为“虚君”？辛亥年，康有为选择了妥协，宣称以衍圣公

为“虚君”；丁巳年，康有为无可选择，支持宣统帝为“虚君”。其结果都很快归于失败。对

康有为来说，不变的是他同样都在“边缘”而非中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求贤纳

才，但对康有为却敬而远之，因其反对民国，“倘合一炉而冶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

下之反对”[55]。换言之，康有为在民国已经失去了“建言”的政治地位，其失败似不可免。

政既然无路可走，走向保教，乃顺理成章之举。

注释：

[1] 杜亚泉等著、周月峰整理《辛亥前十年中国政

治通览》，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 页。

[2] 梁启超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对“虚君共和”

政体进行了解释：“英人恒自称为大不列颠合

众王国（Great British United Kingdom），或自

称为共和王国（Public Kingdom），其名称与美

无异。浅人骤闻之，或且讶为不词。不知英之

有王，不过以为装饰品，无丝毫实权。号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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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等于偶像。故论政体者，恒以英编入共和

之一种。其后比利时本此意编为成文宪法，欧

洲各小邦多效之。故今日欧洲各国，什九皆属

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也，今省名曰虚君共和

制。”参见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1911 年），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影印本），中

华书局，2015 年，第 35 页。康有为在《致党

内公启》中说：“考各国政体，国权出于国会者，

谓之共和。”参见康有为：《致党内公启》（1911

年 11 月），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

第 9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18 页。按，“虚君共和”到底是政体还是国体？

本文认为当以康有为、梁启超之解释为依据，

因此称“虚君共和”为康有为的政体设计。

[3] 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可参看李爱军：《辛

亥革命期间康有为“虚君共和”观念再辨

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6 期；干春松：《“虚君共和”——

一九一一年之后康有为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

构想》，《东吴学术》2015 年第 2 期；桑兵：《辛

亥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

[4][11] 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

年 11 月 9 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

全集》第 9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第 202 页。

[5] 《保皇党康有为亲笔寄徐君勉书释义》，《申报》

1911 年 12 月 28 日。

[6] 清廷颁布罪己诏、解除党禁等上谕，可参看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

第 37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78-279、280-281 页。“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原文，参看《宣统政纪》卷六五，宣统三年辛

亥十月庚子，《清实录》第 60 册，中华书局，

1987 年，第 1207-1209 页。

[7] 康有为：《辛亥重九日闻党禁开》（1911 年 10

月 30 日），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

中华书局，1981 年，第 651 页。

[8] 康有为：《与慧、衮书》（1911 年 11 月 1 日），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 9 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01 页。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

第 37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79-280、287 页。

[10] 同 [9]，第 288 页。

[12]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

学出版社，1985 年，第 73 页。

[13][15][18] 康有为：《致党内公启》（1911 年 11 月），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 9 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18 页。

[14] 康有为：《共和政体论》（1911年12月），姜义华、

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 9 集，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41-242 页。在

1911 年 11 月 9 日，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

汤化龙等人书中，把共和政体分为十种，参

见 [4]。
[16] 市村光惠：《清国宪法评》，《帝国日报》1911

年 12 月 2、3 日（原载《大阪每日新闻》1911

年 11 月 6 日）；美浓部达吉：《清国新宪法》，

《帝国日报》1911 年 12 月 11 日。按，此段未

加注释者皆出于此。

[17] 《宣统政纪》卷六五，宣统三年辛亥十月庚子，

《清实录》第 60 册，中华书局，1987 年，第

1207 页。

[19] 康有为：《汉族宜忧外分勿内争论》（1912 年 1

月），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 9 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63 页。

[20] 同 [19]，第 268 页。

[21] 孙中山：《与李是男黄伯耀的谈话》（1910 年 2

月中旬），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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